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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本报记者 刘凌林

“猎狐 2014”收官：涉贪企业高管归案仍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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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 10年逃亡后， 山西贪官孔彬和朱玉杰选择回

国自首；某银行支行行长余国蓉潜逃境外 14年后在泰国被

缉拿归案；轰动一时的“美女高管”陈怡在斐济被逮捕；上市

公司远望谷董事长徐玉锁回国自首……

作为反腐行动的一部分，在中国“猎狐 2014”专项行

动中， 已经缉捕逃往境外经济犯罪人员 428人， 其中在

12月 1日大限之前投案自首的人员有 231人。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北京朝阳区检

察院挂职副检察长方鹏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猎狐行动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与外逃经济犯

罪特别是贪官的绝对数相比， 归案的人数仍比较少，贪

官外逃形势还很严峻。

究竟有多少贪官在逃、多少钱款被带到国外，并没

有一个权威部门能给出明确答案。 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 4000 人，带走

资金约 500亿美元。

金融系统和国企贪官跑路最多

随着中国打击腐败力度加大，越来越多贪官将赃款

转移到海外。 资料显示，这其中，金融系统和国企的贪官

跑路最多，卷走的赃款更加惊人。

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曾在其 2009 年出版的《反贪

报告》 中引用有关部门统计，1988 年—2002 年的 15 年

间，资金外逃额共 1913.57 亿美元，年均 127.57 亿美元。

央行 2008 年 6 月公布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

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显示，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国家干部、国有企业高管以及驻外

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 1.6 万至 1.8 万人，携

带款项达 8000 亿元人民币。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

究》课题组的调查也显示，外逃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 87.5%，其他部门约占 12.5%。

有专家分析， 这些外逃贪官大多是国有企业或分支

单位“一把手”，对于企业运营及财务有绝对的操控权，能

够接触到巨额资产，利用手中权力大肆侵吞国有资产。

如 2001年，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伙

同其前任行长许超凡、许国俊等人贪污数额高达 4.83 亿

美元，成为我国外逃贪官涉案金额最高者；2004 年，被押

解回国的原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萧洪彬骗汇

7.6 亿美元逃往澳大利亚；2005 年，逃往加拿大的中国银

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卷款达 8.39亿元。

“贪官把数额巨大的资金带到国外，如果不严厉打击，

不论在政治层面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会受到冲击。 ”方鹏说。

追逃追赃难在哪？

现实情况是，贪官外逃之后往往难抓回来。

方鹏告诉记者，由于受司法制度差异的影响，反腐

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仍面临巨大挑战和困难。 一些发达

国家对中国法律和司法实践缺乏了解， 甚至存在偏见，

不愿意跟中国签订司法协议和引渡协议。

“当然， 贪腐行为也是国际社会普遍追究的犯罪行

为。 ”方鹏说，通过加强国际司法合作，中国外交、司法、

最高院、最高检等部门与国外签订了一些成文的国际司

法协助协议或引渡协议。

中国驻迪拜前总领事、驻巴勒斯坦和巴林大使杨伟

国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在缉拿外逃贪官过程中驻外

使领馆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伟国在他任迪拜总领事期间曾参与协助国内警

察缉拿外逃至迪拜的经济罪犯，对于如何协助配合追脏

追逃深有体会。

杨伟国认为，首先使领馆要同当地警方保持密切联

系，要广交朋友，能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其次

要密切关注侨情，关注所在国家中国人的情况，及时发

现新情况；同时，要加强同中国警方沟通合作，让国内及

时掌握驻在国的情况。

杨伟国介绍说，一般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合作。 如

果中国与驻在国没有签订引渡条约，可以通过国际刑警

组织与所在国家进行协调， 这都是通过使领馆进行的。

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由驻在国协助，缉拿

外逃贪官，其次就是通过双边引渡条约。

实际上，在我国海外反腐的大力推进下，很多国家

表达了与中国建立反腐合作机制的意愿。

11 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

通过的《北京反腐宣言》，宣布成立 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

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分子。

随后的 G20 峰会上进一步推动国际反腐合作。 G20

领导人通过了一份反腐行动计划，同意建设反腐败合作

网络，包括扩大相互间的司法支持、搜寻和返回腐败所

得收入，以及严防出现腐败官员的“避难所”。

同时，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家都表示愿意在

贪官遣返方面同中方开展合作。

法国近日也表示愿意协助中国政府，追查一批在其

境内的贪腐人员，并且不排除日后将疑犯引渡回中国接

受审讯。

据杨伟国透露， 目前中国已经签订了 39 项引渡条

约，其中 29 项已经生效；签署了 52 项司法协助条约，其

中 46项已经生效。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同 93个国家签

订了检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另外，与 198个国家建

立了警务合作关系； 向 27个国家 37个驻外使领馆派驻

了 49 名警务联络官；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建立了司法与

执法合作机制。

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追逃追脏的国际合作网络。

杨伟国说，这次“猎狐行动”能抓到 428人，使领馆肯定做

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

如何标本兼治?

显然，防止贪官外逃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牵

涉到中国现行的干部体制、监督制度、出境管理、法律规

则、司法协助和外交合作等。

“而猎狐行动就是表明我们对腐败的态度， 贪腐分

子不论逃到天涯海角都会被抓回来。 ”方鹏说。

不过，“猎狐行动”只是运动式的临时措施，那么如

何将跨国追逃追赃形成常态化？

方鹏告诉记者，中国腐败资产跨境追回配套立法不完

善，如主权豁免原则例外制度缺乏、刑事没收立法不完善、

民事没收立法缺位等。此外，由于我国不允许缺席审判，因

此，当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无法到案时，诉讼程序

就无法启动，给腐败资产跨境追回在实践中造成了难题。

有消息称，中国将与有关国家签订“分享和返还被

追缴资产协定”。 有专家指出，这将是跨国反腐难题的重

大突破。

对此，方鹏认为，从实际操作看，外逃资本实际上已

经转到国外了，如何追缴回来，是个国际难题。 西方国家

对私人财产保护是相当严格的。 从务实角度看，如果我

们不去追缴，所有的资本都追不回来，如果通过“分享”

的方式换回一部分资产，还是合适的。

方鹏认为，需要标本兼治。一方面跟国外建立起司法

协助的长期机制，签订引渡协议；另一方面在刑法理念上

进行修订完善，如建立缺席审判制度，通过缺席审判定罪

然后进行全球通缉，对贪官就可以在国外实施抓捕。

在方鹏看来，防止外逃措施，要从国内做起，及时发

现案情，关键在于预防，建立一个好的监督机制。“目前

很多外逃贪官，往往是他们逃到国外后才案发”。

首先要加强对官员财政权力的监督，及时发现其犯

罪行为。

其次，要加强对护照等证件的管理。 现在外逃官员

正是利用身份证和护照管理的漏洞， 通过伪造身份证，

然后申领真实的护照，继而获得真实的签证。 比如浙江

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的外逃贪官杨秀

珠携全家出境时，所用证件都是真名护照。

另外，要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管理程序，对他们外

出考察进行审核， 切断外逃手段， 堵住他们外逃的大

门。还有就是加强对“裸官”的监督，很多裸官是通过先

把自己的亲属送出国之后，再借探亲之机出逃。

在监督方面，我们缺财产公开制度以及监督检查的

监督机制。“世界各国的公务员都有财产公开制度，我国

应该实行财产公开，如果财产公开就能迅速及时地查获

违法行为。 ”方鹏说。

方鹏认为，从治本角度看，需要将惩治和预防官员

腐败的行动常态化、法制化，彻底打消这些贪官逃往国

外逃避打击的幻想。

中国拟将跨国追逃常态化，并通过“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与外国建立司法协助长效机制


